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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数字技术创新的驱动下， 国际贸易在经历了传统贸易和价值链贸易之

后， 将进入数字贸易时代， 贸易主体、 贸易模式、 交付模式、 贸易对象和贸易监管

政策正在面临全方位的变革。 在影响贸易的传统因素中， 技术创新、 劳动力禀赋、
有形基础设施、 市场规模等仍将对数字贸易发挥作用， 但其显著性或影响机制却已

发生变化， 而数字基础设施、 信任与风险管理等新决定因素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

贸易规则层面， 数字贸易不仅要求对 ＷＴＯ 现有规则进行适应性澄清、 修订与扩

充， 更需就多边贸易体制尚未包含的数据跨境流动、 隐私、 消费者保护、 竞争政策

等新规则进行磋商与谈判， 以回应全球数字治理的新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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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以新一代宽带移动通讯网络、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 区块链为代表

的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及与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融合， 数字贸易正在以更加全新与基

础性的方式重塑世界经济。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２０１８） ［１］估算，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 全球电子商务交易年平均增长率为 １１％， 全球信息和数据流动的年均增长速

度为 １４９％； 而在此期间， 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２􀆰 ７７％。 由此

看出， 在全球信息与通讯技术、 电信、 计算机及软件和互联网创新推动下， “全球

信息高速公路” 正在形成， 数字贸易正在呈现出爆炸式增长， 数据和信息流动的

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传统的货物和服务贸易。 基于此， 本文试图从国际贸易演进的长

维度视角提供一个分析数字贸易的初步理论与政策框架， 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第

一， 数字贸易的概念与范畴是什么？ 数字贸易具有哪些新特征？ 第二， 决定数字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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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传统决定因素是否仍然在数字贸易时代发挥同样作用？ 新兴

的决定因素有哪些？ 第三， 如何制订数字贸易政策？ 传统贸易规则是否能平滑过渡

至数字贸易并发挥监管作用？ 数字贸易产生了哪些新的规则谈判诉求？

一、 什么是数字贸易

２０１３年 ７月， 美国最早对 “数字贸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做出正式概念界定。 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简称 ＵＳＩＴＣ）
认为 “数字贸易” 是指 “通过互联网传输货物或服务的商业活动”， 主要包括数字

内容、 社交媒介、 搜索引擎、 其他产品和服务四大类 （ＵＳＩＴＣ， ２０１３） ［２］。 随后，
ＵＳＩＴＣ于 ２０１７年 ８月对 “数字贸易” 的内涵进行更新， 指出数字贸易是指 “通过

互联网及智能手机、 网络连接传感器等相关设备交付的产品和服务”， 涉及互联网

基础设施及网络、 云计算服务、 数字内容、 电子商务、 工业应用和通信服务共 ６ 种

类型的数字产品和服务 （ＵＳＩＴＣ， ２０１７） ［３］。 此外，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简称 ＯＥＣＤ） 和世界贸易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简称 ＷＴＯ） 从贸易的属性 （如何交易）、 交易的对象

（交易什么）、 涉及的参与者 （谁来交易） 和信息的来源四个维度对 “广义” 数字

贸易和 “狭义” 的数字贸易概念进行了区分。 具体来看， 狭义的数字贸易与美式

数字贸易的内涵相同， 强调数字贸易的交付模式应为 “数字交付”， 这一概念剔除

了大多数实物商品贸易， 主要涵盖服务产品； 而广义的数字贸易则还包括了通过信

息和通信技术 （ＩＣＴ） 与数字方式交易的实体货物或商品 （盛斌和高疆， ２０２０） ［４］。
如表 １所示， ＯＥＣＤ和 ＩＭＦ根据订购方式、 平台支持方式和交付方式的差异以及交

易对象和参与者的不同， 列举了 １６ 种不同的 “广义” 数字贸易的类型。 其中， 通

过数字交付的 ６种跨境服务贸易属于 “狭义” 数字贸易范畴。

表 １　 数字贸易 （货物与服务） 的类型

属性

数字
订购

平台
支持

数字
交付

对象 参与者 描述

√ × × 货物 Ｂ２Ｂ Ａ国的企业直接从 Ｂ国的供应商处在通过供应商的网店或 “电子数据交
换” （ＥＤＩ） 购买在线货物， 例如产品上使用的组件

√ × × 货物 Ｂ２Ｃ Ａ国的消费者直接从 Ｂ国的供应商处通过供应商的网店在线购买货物，
例如衣服

√ √ × 货物 Ｂ２Ｂ Ａ国的企业通过位于 Ａ国、 Ｂ国或任何地点的在线平台向 Ｂ国的供应商
购买货物， 例如通过 ｅＢａｙ订购办公室家具

√ √ × 货物 Ｂ２Ｃ Ａ国的消费者通过 Ａ国、 Ｂ国或任何地点的在线平台向 Ｂ国的供应商购
买货物， 例如在亚马逊订购一本书

√ × × 服务 Ｂ２Ｂ Ａ国的企业向供应商直接在线购买服务， 但该服务需要以现实方式交
付， 例如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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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属性

数字
订购

平台
支持

数字
交付

对象 参与者 描述

√ √ × 服务 Ｂ２Ｃ Ａ国的消费者直接向 Ｂ国的供应商订购服务， 该服务以现实方式交付，
例如通过宾馆自身的线上预订系统在线预订宾馆客房

√ √ × 服务 Ｂ２Ｂ Ａ国的企业通过 Ａ国、 Ｂ国或任何地点的在线平台向 Ｂ国的供应商购买
服务， 该服务随后以现实方式交付， 例如标准化的维护与修理服务

√ √ × 服务 Ｂ２Ｃ Ａ国消费者通过在线平台向 Ｂ国的供应商购买服务， 该服务随后以现实
方式交付， 例如旅游者预定的分时驾驶服务 （Ｕｂｅｒ）

√ × √ 服务 Ｂ２Ｂ Ａ国企业直接向 Ｂ 国供应商在线购买服务， 该服务随后以数字方式交
付， 例如标准化的维护与修理服务

√ × √ 服务 Ｂ２Ｃ Ａ国消费者直接向 Ｂ国供应商购买服务， 该服务随后以数字方式交付，
例如一份保险

√ √ √ 服务 Ｂ２Ｂ
Ａ国企业通过 Ａ国、 Ｂ国或任何地点的在线平台向 Ｂ国的供应商购买服
务， 该服务以数字方式交付。 例如一家公司通过平台订购的图形设计
服务

√ √ √ 服务 Ｂ２Ｃ Ａ国消费者通过 Ａ国、 Ｂ国或任何地点的在线平台向 Ｂ国供应商购买服
务， 该服务以数字方式交付， 例如购买音乐流媒体

× × √ 服务 Ｂ２Ｂ Ａ国企业向 Ｂ国的供应商做出在线订购， 所购买的服务以数字方式交
付， 例如定制咨询服务、 业务流程外包 （ＢＰＯ） 服务

× × √ 服务 Ｂ２Ｃ Ａ国消费者向 Ｂ国供应商在线购买服务， 但服务以数字方式交付， 例如
带有在线讲座的教育服务

√ √ × 服务 Ｃ２Ｃ Ａ国消费者通过 Ａ国、 Ｂ国或任何地点的在线平台向 Ｂ国的另一个消费
者购买服务， 该服务以现实方式交付， 例如 ＡｉｒＢｎＢ

√ √ × 货物 Ｃ２Ｃ Ａ国消费者通过 Ａ国、 Ｂ国或任何地点的在线平台向 Ｂ国消费者购买货
物， 该货物以现实方式交付， 例如通过线上市场进行的二手货物交易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７ａ） ［５］

从经济视角看， 数字技术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产品或服务的非竞争性， 会

产生零成本或极低的成本； 二是数字传输， 导致空间距离作用大大减弱， 但监管与

税收问题变得复杂而重要； 三是算法依赖， 从而决定资源分配与社会地位； 四是具

有管制不确定性， 从而对竞争与福利产生影响。 数字技术的经济影响主要包括成本

效应、 规模效应、 网络效应 （数字平台上的用户越多， 对平台和每个用户就越有

价值） 与竞争效应。 尤其在成本效应方面， 综合各种文献研究表明， 数字技术在

绝大多数情况与场景下将导致成本的降低， 包括传统范畴内的搜寻成本、 边际成

本、 运输成本以及新近发现与识别的追踪成本和验证成本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ａｎｄ Ｔｕｃｋｅｒ，
２０１９） ［６］。 由此， 数字技术将对全球生产布局、 贸易主体、 贸易模式、 交付模式、
贸易对象、 监管政策等产生全方位变革， 使全球贸易在经历了传统贸易、 价值链贸

易时代之后进入数字贸易新时代 （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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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传统贸易、 价值链贸易、 数字贸易的内涵比较

分工形态
传统贸易 价值链贸易 数字贸易

生产和消费的分离 生产环节的分割 生产、 服务、 消费环节的细分

贸易模式
“一国生产、 全球销售”
的最终品贸易

“全球生产、 全球销售”
的中间品贸易； 以商业存
在形式为主的服务贸易

短期： 传统贸易和价值链贸易的
级数增长
长期： “数字传输、 本地生产” 的
新模式

贸易主体 跨国公司 中小企业和个人网商

贸易中介 传统代理商、 批发商、 零售商、 贸易商 数字平台经济

交付方式 实物交付 实物交付＋数字交付

国
际
贸
易
对
象

货物 最终品 中间品

服务
ＧＡＴＳ中的四种

服务贸易提供模式
服务作为生产工序

被离岸外包

数据 无

形成货物－服务－投资的 “一体化
综合体”： 制造业的服务化； 传统
服务业的数字化； 跨境交付提供
方式增强； 出现新型数字服务业

出现独立与全新的数据和信息产
品 （生产要素）

贸易政策 市场准入型边境措施 规制融合型边境后措施

市场准入型边境措施
规制融合型边境后措施
与数据流动性、 连接性、 互操作
性相关的新议题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制作。

从全球生产布局来看， 数字贸易将在短期内进一步实现生产、 服务、 消费的分

割， 加剧全球生产布局的碎片化； 在长期将形成 “数字传输、 本地生产” 的新业

态。 在传统贸易中， 运输成本的降低实现了国际贸易的 “第一次分割”， 生产和消

费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实现分离。 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表现为 “一国生产、 全球消

费” 模式， 而且最终品是贸易的主要形式。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后， 新型国际生产体系

逐步形成， 运输和通讯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实现了国际贸易的 “第二次分割” （Ｂａｌｄ⁃
ｗｉｎ， ２００６） ［７］， 全球生产制造中的各个环节按照不同经济体的要素禀赋优势在全

球范围内进行最优地理配置， 国际分工形态演化为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之间的价值

链分割， 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也随之演进为 “世界生产、 全球消费” 模式， 中间

品和零部件成为贸易的主要标的。 进入数字贸易时代后， 一方面， 运输、 通讯和信

息成本的降低实现了国际贸易的 “第三次分割”， 生产、 采购、 物流、 研发、 消

费、 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空间布局的分散性进一步放大， 使传统贸易和价值链贸易

获得级数增长 （Ｌóｐｅｚ－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ａｎｄ Ｊｏｕａｎｊｅａｎ， ２０１７） ［８］； 另一方面， 随着 ３Ｄ打印

等新型技术创新了未来商品制造和交付的形态， 实现了直接通过从互联网下载的数

据文件在本地生成物理对象， 降低了对中间生产环节以及库存、 仓储、 分销、 包装

的需求， 使 “数字传输、 本地生产” 成为数字经济时代货物贸易的新模式， 经济

全球化将进入 “超链接” 时代 （ＩＮＧ， ２０１７） ［９］。
从国际贸易的主体看， 数字贸易实现了由大型跨国公司向中小企业和个人网商

的转变。 在传统贸易和价值链贸易中， 受规模经济的制约， 固定成本是阻碍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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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数字密集型产品生产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 （Ｂｒｏｄａ ａｎｄ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６） ［１０］。 然而， 现代数字技术大大削弱了物理距离和海外固定成本对国际贸易的

制约作用。 据统计， 距离成本对数字贸易效率的影响程度仅为传统线下贸易的

３５％ （Ｌｅｎｄ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１１］。 特别是， 数字贸易中的互联网中介服务平台为中小

企业提供与大型跨国公司完全相同的信息捕获渠道， 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了及时、 快

速与深入了解中小企业的途径， 进而提高了消费者对中小企业出口商的认知程度。
从存活率来看， 在全球互联网平台上进行贸易的中小企业的存活率为 ５４％， 比离

线企业高出 ３０％ （Ａｕｓｔｉｎ ａｎｄ Ｏｌａｒｒｅａｇａ， ２０１２） ［１２］。
从国际贸易模式来看， 数字贸易实现了从依托传统代理商、 批发商、 零售商、

贸易商实体向以数字化平台为中介的电子商务过渡。 在传统贸易和价值链贸易中，
国际贸易发生于固定商业经营场所和常设机构 （如企业、 贸易公司、 超市等）， 通

过纸质单据和书证材料完成交易。 然而在数字贸易中， 数字平台代替了传统的贸易

与销售中间商连接供给和需求， 通过收取佣金和服务费为供应商和消费者提供中介

服务。 与传统贸易中间商相比， 亚马逊 （Ａｍａｚｏｎ）、 易趣 （ｅＢａｙ）、 阿里巴巴 （Ａｌ⁃
ｉｂａｂａ） 等线上互联网中介平台有效降低了信息的不完全性与非对称性。 一方面，
数字中介平台为供应商提供互联网平台接入、 商品展示、 接收订单的渠道， 大幅度

降低了中小微企业参与国际贸易面临的固定成本， 实现了平台规模效应； 另一方

面， 数字中介平台为厂商与消费者提供了快速搜索并匹配需求的服务， 同时提供了

包括在线支付、 进出口、 物流、 营销、 保险和消费者保护的服务， 协助它们直接参

与到国际贸易中。 例如， 在 Ｂ２Ｂ、 Ｂ２Ｃ、 Ｃ２Ｃ等电子商务业务中， 企业或消费者通

过互联网或各种商务网络平台发布商品和服务的供求信息来确认订货、 完成支付、
发出货物、 运输配送、 确认收货。 在这一过程中， 互联网中介平台不仅提供并匹配

供求信息， 而且提供了资金监管、 物流追踪、 信用担保等增值服务。
从国际贸易的交付模式看， 数字贸易在传统的实物交付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创

新了数字交付模式。 在传统贸易和价值链贸易中， 由国际贸易公司批量进出口最终

品和中间品， 消费者从国内零售商处购买有形产品， 并进行货币支付 （ ＩＴＣ，
２０１６） ［１３］。 然而在数字贸易时代， 由于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复

制、 创建、 访问和传播数字内容的成本， 消费者可通过信息及通信网络技术远程订

购并支付。 由此， 依托于有形介质交付的实物商品贸易不断被电子书、 新闻应用软

件 （ｎｅｗｓ ａｐｐｓ）、 内容流媒体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以及下载服务等电子传输

模式取代。 国际贸易的交付模式从实物交付向数字交付的过渡说明了自 ２００８ 年以

来可数字化产品实物贸易额不断缩减的原因 （ＵＮＥＳＣＡＰ， ２０１６） ［１４］， 这也是美式

“数字贸易” “数字产品” “电子传输” 等概念的核心所在。
从国际贸易的对象来看， 数字贸易加速了传统货物贸易的 “服务化” 趋势，

拓宽了服务产品的可贸易边界， 并不断催生出新型数字服务产业。 随着进入数字贸

易时代， 在生产层面， 设计、 研发和市场营销等服务环节增加值所占比重大幅提

高； 在产品层面， 越来越多的实体货物依赖于数字化订购与平台支持服务。 因此，
一方面数字贸易加剧了服务和货物的不可分割性， 形成了货物和服务的一体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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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服务在贸易增加值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根据 ＷＴＯ 统计， 服务贸易占总贸

易的比重从 １９９５年的 １８％提高到目前的 ２３％， 而以增加值计算的服务贸易占增加

值贸易的比重则高达 ５０％左右 （ＷＴＯ， ２０１８）。 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的发展大大降

低了空间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制约， 将部分传统线下服务转变为线上服务， 创造了提供

服务贸易的新方式， 扩大了 “跨境交付” 提供方式的服务范围种类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６） ［１５］。 例如， 在教育领域， 数字技术可以创建虚拟教室， 通过视频录制讲座、 数

字幻灯片、 数字问题集和在线论坛， 为全世界的学生提供开放在线课程。 据统计， 目

前参加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在线课程的学生， 有 ７１％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

（ＷＴＯ， ２０１８）。 此外， 随着计算能力、 通信网络带宽和信息处理能力的指数式增长，
人工智能、 物联网、 ３Ｄ打印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相继出现并逐步成熟， 进而催生大

数据分析、 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远程量子计算服务等创新型信息服务产业的出现。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数据和信息的流动既是触发数字贸易发生的关键因素，

也使其成为数字贸易的一个新产品———数据贸易。 在数字经济时代， 数据和信息

产生于个人、 社会和商业活动发生的数字足迹， 具有巨大价值。 它们将成为新的

生产要素， 也是数字贸易的重要交易载体。 数字中介服务平台 （例如搜索引擎、
社交网站、 邮件服务提供商等） 通过免费向消费者提供各种服务以换取用户信

息， 同时通过广告投入实现盈利， 使用户信息的数据流是数字经济平台获得广告

收入资金流的标的物。 但由于数据和信息交换并未伴随货币交易的同时进行， 这

将引发数字贸易特有的问题： 现有传统货物和服务贸易统计数据中并不包括数据

和信息贸易流量， 同时， 由于在现有国际贸易统计分类标准中， 尚未将此类数据

和信息的流动引发的国际贸易纳入服务贸易项下， 因此现有的数字贸易存在一定

程度上被低估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７ａ）。 另一方面， 随着数据与信息的价值化、 货币化

和资产化趋势， 数据价值创造过程 （如数据收集、 数据清洗、 数据加工、 数据

存储、 数据分析等） 与商业运营模式 （数字平台、 数据公司和云计算服务商）
将日臻成熟， 尤其是数字平台创造价值和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充分运用拥有

的大数据有效整合资源， 将数据转化为数字智能， 为第三方和消费者 （用户）
创造价值。 因此， 跨境数据贸易和 “全球数据价值链”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９） ［１６］贸
易将成为数字贸易的一个独立而新兴的重要内容。

二、 数字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

与传统贸易和价值链贸易模式相比， 数字技术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载体，
创造了新型数字产品与服务， 同时拓展了国际贸易交付模式与贸易主体， 并改变了

全球生产布局与体系。 那么， 什么因素决定数字贸易呢？ 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因素

是否还发挥作用？ 其影响的渠道与机制是什么？ 又有哪些数字背景下涌现出的新决

定因素？
（一） 传统决定因素

１􀆰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推动全球化浪潮发生的根本动因， 也是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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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一。 但是， 在不同贸易模式下， 技术创新对贸易成本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以及在

市场竞争中的作用却截然不同 （表 ３）。

表 ３　 影响传统贸易、 价值链贸易和数字贸易的主要因素比较

传统贸易 价值链贸易 数字贸易

传统
因素

技术
创新

劳动力
和技能

有形基
础设施

市场
规模

最终品交易成本降低
中间产品和零部件交易成
本与全球生产的联系协调
成本降低

信息交易成本降低

供给端创新 供给端创新和需求端创新

竞争基于定价发生 竞争基于创新发生

劳动力禀赋及与其他要素 （特别是资本） 的比率决定分
工与贸易形式
技能与非技能劳动力报酬差异

第一阶段： 数字化替代人工
劳动， 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
进一步降低， 对高技能劳动
力需求增加
第二阶段： 劳动力禀赋的重
要性显著降低，“拟”劳动力
供给趋向无限弹性

成本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

效应增强 （中间品多次跨
境）

有形基础设施重要性降低，
但能源基础设施重要性增强

规模经济效应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作用
增强

新因素

数字基
础设施

无
固定宽带、 移动宽带、 ＩＰ 系
统终端连接、 物联网等

信任与
风险管理

无
隐私、 个人数据保护、 互联
网规制等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制作

首先， 从贸易成本来看， １９世纪蒸汽技术与 ２０ 世纪初电力的发明开启了经济

全球化时代。 通过能源与动力革命提高了运输与通讯效率， 大幅度降低了交易成

本，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规模贸易。 ２０ 世纪 “二战” 后电子通讯、 互联网

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创造了 “超级全球化” 时代， 通过中间品和零部件交易成

本的不断下降， 以及跨国生产的联系与协调成本的降低促进了生产制造分割与服务

任务外包， 形成了全球与区域价值链体系。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随着光纤电缆、 卫星

和数字技术的发展， 海外通信的边际成本大幅降低， 同时随着计算机芯片的功率成

倍增加， 获取高速计算能力的成本急剧下降， “全球信息高速公路” 逐步形成， 大

数据、 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现代数字技术突飞猛进， 最终促使信息的交易成本不断

下降， 进一步促进实现生产、 服务、 消费等环节的分割以及新的贸易产品与模式的

出现。
其次， 从作用机制来看， 传统贸易中的技术创新以供给端产品生产加工和企业

组织层面的创新为主， 而数字贸易在产品层面供给端和企业层面技术创新的基础

上， 促使在消费者需求端同样出现技术革新。 例如苹果公司 ｉＴｕｎｅｓ 商店类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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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消费者需求从实体唱片转移至多样性与个性化的数字下载 （ＷＴＯ， ２０１８）； 纺织

行业 ３Ｄ扫描和建模平台等创新使消费者可自行进行在线快速扫描， 上传个人 ３Ｄ
模型， 并根据消费者特定需求提供精准定制服务 （Ｇａｎｄｈ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１７］。 除此

以外， 数字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还打破了不同行业之间的技术壁垒， 行业间竞争

在数字贸易时代进一步加剧。 例如，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汽车制造业的广泛应

用， 高科技公司 （例如谷歌、 特斯拉、 华为） 和传统汽车制造商 （例如大众、 通

用） 均大幅增加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使用， 以竞争开发自动驾驶汽车。
最后， 从技术创新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来看， 传统贸易和价值链贸易中的竞争

基于定价而发生， 而数字贸易中的竞争基于创新而发生， 并且数字创新将形成网络

效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低扩展成本 （ｓｃａｌ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ａｓｓ）、 高转换成本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ｃｏｓｔ） 三种传统市场中并不存在的力量， 从而形成排他性的市场力量。 具体说，
“网络效应” 力量是指在数字市场中， 单个用户的加入将提高该市场内所有用户的

效用水平 （网络价值）， 以及市场内供应商 ／消费者规模 （网络规模） 的扩大将提

高市场外潜在消费者 ／供应商对该市场的偏好水平 （ Ｈａｕｃａｐ ａｎｄ Ｈｅｉｍｅｓｈｏｆｆ，
２０１４） ［１８］。 “低扩展成本” 力量是指用户或消费者的增加对数字平台或应用软件的

边际成本约等于零 （ＯＥＣＤ ａｎｄ ＷＴＯ， ２０１７） ［１９］。 “转换成本” 力量是指随着用户

和消费者基数的扩大， 其在不同社交网络、 线上购物平台之间转换和转移数据的成

本将大幅提高， 难度将显著增加， 即面对转换成本的提升， 消费者和用户将面临被

互联网中介平台锁定的风险。
２􀆰 劳动力和技能

劳动力禀赋与技能是决定传统贸易与价值链贸易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

传统因素。 在数字贸易发展的第一阶段， 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之间收入分

配的鸿沟将进一步加剧。 一方面， 随着自动化和服务业的数字化将逐步代替手工劳

动， 常规化的低技能劳动力将逐渐消失。 根据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７） ［２０］预测， 菲律宾和

越南超过 ８５％的零售工人可能因自动化而面临失业。 另一方面， 随着对人工智能、
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的依赖性提高， 企业对具有特定资质的较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将增加， 如数据库管理员、 网络技术员、 大数据分析师等， 据统计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间， 美国电子商务公司的雇员人数从 １３ 万激增至 ２１ 万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７）。 在

两极化的劳动力市场中， 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将加剧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

之间的工资与收入的不平衡。
在数字贸易发展的第二阶段， 数字技术不仅可逐步替代初级劳动生产产品， 还

可从事医疗诊断、 驾驶汽车等技术密集型服务， 更可从事数据分析、 对人类基因组

进行测序、 探索化学反应和材料等 “知识流” （ ｋｎｏｗ － ｈｏｗ） 输出环节和任务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２１］。 这表明在未来数字贸易阶段， 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将降

低实际总就业机会 （ＷＴＯ， ２０１７） ［２２］， 即凯恩斯当年所预言的 “技术性失业”， 并

促使一国由自动化和智能化设备组成的 “拟” 劳动力供给向完全弹性过渡。 在更

极端的情况下， 先进的智能设备、 ３Ｄ 打印技术和机器人技术将会显著降低劳动力

禀赋对国际贸易的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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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有形基础设施

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 基础设施 （如港口、 机场、 铁路、 公路、 电信、 能

源等） 建设对国际贸易具有显著的成本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将通过降低运输和物流成本、 跨境成本、 信息和交易成本对双边国际贸易流量产生

贸易促进效应。 例如， Ｌｉｍａｏ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０１） ［２３］根据 １０３ 个经济体的公路、 铁

路和电话线覆盖率设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基础设施质量水平每

提高 １％， 双边贸易流量将增长 ２􀆰 ３３％。
在价值链贸易中， 产品内分工成为当代国际分工的主流模式， 全球生产布局根

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优配置， 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多次

跨境流动进一步提高了有形基础设施对价值链贸易的作用与影响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２） ［２４］。 因此， 在价值链贸易中， 与基础设施相关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对价值链贸易中

全球经济增长产生的推动作用远大于最终品贸易 （Ｓａｓｌａｖｓｋｙ ａｎｄ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２０１２）［２５］。
然而进入数字贸易时代， 人工智能和自动化、 电子数据交换体系 （ＥＤＩ） 和海

关电子单一窗口 （ＥＳＷ） 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 物流成本、 信

息成本， 国际贸易对传统型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将逐步降低 （ＷＴＯ， ２０１８）。 特别

是在 ３Ｄ打印技术得到成熟发展的未来场景下， 国际贸易的发生将主要基于设计、
图纸和软件的跨境数字传输， 全球生产中心集聚在大客户基地或创新中心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２） ［２６］附近， 中间品和零部件的跨境生产与交付需求大幅缩减， 从而

进一步降低对有形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 支持数字技术所必须的服

务器依赖于消耗大量能量的电源、 存储设备和冷却系统。 根据 Ｈｅｄｄｅｇｈｅｍ 等

（２０１４） ［２７］的研究显示： 与 ２００７ 年相比， ２０１２ 年全球通信网络、 个人计算机和数

据中心占全球用电总量的比例增长了 ２０％左右。 因此， 能源基础设施将成为数字

贸易中的一个重要比较优势来源， 并将对数字密集型行业产生巨大影响。
４􀆰 市场规模

在数字贸易时代， 市场规模一方面将对数字密集型行业产生更为显著的规模经

济和范围经济效应。 区块链、 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大部分新型数字技术的服务基础

依赖于海量原始数据， 并且其服务质量将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呈现出指数级增长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ａｎｄ Ｔｒｅｆｌｅｒ， ２０１８） ［２８］。 例如， 机器学习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通过识别大

量原始数据的内在规律来进行预测， 原始数据的扩大将进一步提升其预测的精确

性。 这主要是由于在数字密集型产业中， 研发、 维护新技术的固定成本占总成本的

比重较高， 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 单个用户的平均成本降低， 其效用水平提升， 即

呈现出规模经济效应。 另一方面， 随着数字平台内服务提供者数量和规模的增加，
还将产生范围经济效应， 从而提升所有服务提供者的利润水平。 数字贸易的规模经

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解释了经济大国和大城市 （群） 在数字密集型行业中占据

主导地位的经济学原因。
（二） 新型决定因素

１􀆰 数字基础设施

随着物联网的不断深入发展， 移动设备数量接入互联网的速度和体量逐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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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根据思科虚拟网络指数估测， ２０２０ 年全球互联网流量达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９２ 倍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７ｂ） ［２９］。 网络的质量、 速度、 传输能力和价格可承受度决定了数字贸

易成本， 稳定和可负担的高速宽带网络是新型服务交付、 应用软件或商业模式的基

础， 对实现数字创新向实际生产力的转换至关重要。 因此， 数字基础设施 （包括

固定宽带、 移动宽带、 ＩＰ 系统终端连接、 物联网等） 将成为数字贸易的新型比较

优势来源。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７） 通过对 ２１ 个 ＯＥＣＤ 国家的研究证实了更好的宽带接入

将为非常规部门提供比较优势， 有效改善工人执行非常规任务时的效率。
２􀆰 信任与风险管理

在数字贸易中， 产品和服务多以数据的形式存在， 个人数据与信息可同时在多

个地点以零边际成本进行收集、 存储、 使用、 加工、 复制与传输， 其交易不受时

间、 空间和交易形式的限制， 信息和数据的流动成为数字贸易发生的关键环节。 相

应地， 与隐私、 个人数据和消费者保护相关的信任与风险管理问题成为数字贸易的

一个新决定因素。 根据 ２０１５年 《安联风险晴雨表》 显示， 与网络犯罪和数字安全

事件相关的风险是 ２０１５ 年全球 ５ 大商业风险之一 （Ａｌｌｉａｎｚ， ２０１５） ［３０］， 随后世界

经济论坛 《２０１５年全球风险》 再次证实数字信任风险已成为发生概率最大的主要

风险之一 （ＷＥＦ， ２０１５） ［３１］。 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受管理资源和财务资源

方面的制约， 其所面临的数字信任风险远高于跨国公司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７ｂ）。
一方面， 从微观层面看， 严格的隐私、 个人数据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执行将通

过自选择效应驱除 “劣币”， 从而将资源转移至更具创新性和生产效率更高的企

业， 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Ｑ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３２］。 另一方面， 从宏观层面看， 限制企

业对个人用户数据进行收集和分配将可能制约和阻碍数字企业业务的发展， 影响其

长期竞争力的提升。 例如，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和 Ｔｕｃｋｅｒ （２０１０） ［３３］指出 ２００４年欧洲隐私法的

收紧导致欧洲网络广告的有效性与美国相比降低了 ６５％， Ｍｉｌｌｅｒ 和 Ｔｕｃｋｅｒ
（２０１１） ［３４］证实美国各州医疗隐私法的严格程度与新生儿死亡率显著正相关。 因此，
如何通过法律法规有效寻求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与数据安全保护监管之间的平衡是决

定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

三、 如何制订数字贸易政策

在传统贸易时代， ＷＴＯ基于互惠和非歧视原则形成市场准入型国际经贸治理

规则； 进入价值链贸易时代， ＦＴＡｓ ／ ＲＴＡｓ为化解由不完全契约引致的 “套牢困境”
而达成规制融合型国际贸易规则 （高疆和盛斌， ２０１９） ［３５］。 然而进入数字贸易时

代， 货物贸易的服务化和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趋势日益突出， 货物－服务－投资的

“一体化综合体” 逐步形成， 针对国际贸易标的物属性 （货物和服务贸易） 分别制

定的传统国际经贸规则的适用性日益受限。 随着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基础、 贯穿

于从签订数字合同到售后服务的 “全球数字链” 的逐步形成 （ ＩＴＣ， ２０１６）， 现有

多边贸易体制尚未包含的数字产品的市场准入、 数据的自由流动、 网络安全等数字

贸易所特有的新型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制约程度不断凸显。 因此， 制定数字贸易国际

规则不仅需要对现有 ＷＴＯ规则进行适应性澄清、 修订和扩充 （即对传统贸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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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化治理）， 同时应有效回应全球数字治理的新规则诉求 （表 ４）。

表 ４　 传统贸易、 价值链贸易、 数字贸易政策与规则比较

传统贸易 价值链贸易 数字贸易

ＷＴＯ＋

关税减让； 服务业开放和市场
准入 （ＧＡＴＳ）； 卫生和动植物
检疫； 技术性贸易壁垒； 反补
贴和反倾销； 海关程序； 国有
企 业； ＴＲＩＭｓ； 政 府 采 购；
ＴＲＩＰｓ； 特殊和差别待遇等

ＧＡＴＴ 和 ＧＡＴＳ 非歧视待遇
规则的适用性； 服务贸易模
式的再分类； 电信服务开
放； 关税减免的最低门槛；
贸易便利化 （无纸化贸易与
海关程序电子化） 等

ＷＴＯ－Ｘ

知识产权保护； 投资； 资本
流动； 竞争政策； 环境； 劳
工； 反腐败； 签证与政治庇
护；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
制等

ＷＴＯ－Ｅ

数据和信息跨境流动传输；
跨境税收； 技术中性； 电子
合同和签名； 线上消费者保
护； 未经许可的商业电子信
息； 个人信息保护； 中介平
台服务商责任； 源代码； 计
算设施的使用和位置； 数字
包容性

资料来源： 根据 Ｈｏｒｎ等 （２００９） ［３６］ 、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２） 以及 ＣＰＴＰＰ 协定整理得到。

（一） 传统贸易规则的数字化治理

第一， 澄清与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相关的基本概念与范畴界定。 澄清电子商务

的基本定义是审查现有 ＷＴＯ 规则适用性的基本前提， 然而现阶段不同国际组织、
国家或地区、 工商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就 “电子商务” “数字贸易” “数字产品”
“可数字产品” 等概念的内涵理解尚存在一定差异， 并且成员方对 ＷＴＯ “电子商

务工作项目” 中 “电子商务” 定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例如， 美国认为美式 （狭
义的） “数字贸易” 与 ＷＴＯ “电子商务” 内涵一致； 相反， 其他 ＷＴＯ成员方则认

为 ＷＴＯ “电子商务” 仅包括互联网赋能型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ｎａｂｌｅｄ） 货物贸易。
第二， 明确 “可数字化产品” 的规则与纪律问题， 即可数字产品应适用 ＧＡＴＴ

规则还是 ＧＡＴＳ规则。 “可数字化产品” 的分类问题是成员方之间的核心分歧点之一，
也是制约 “ＷＴＯ电子商务工作项目” 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核心议题之一。 根据 Ｐéｒｅｚ－
Ｅｓｔｅｖｅ和 Ｓｃｈｕｋｎｅｃｈｔ （１９９９） 的定义， “可数字化产品” 是指过去依托 ＣＤ、 ＣＤ－
ＲＯＭ、 软盘等有形介质进行传输的电影、 印刷材料、 视频游戏、 录音、 软件等， 在

现在既可以通过有形介质进行交付， 也可以以数字形式通过网络进行交付的产品。 一

方面， 由于在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及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 （即
ＨＳ编码） 中， 仅以正面清单的方式列出实物商品及其特征， 同时以 “例外” 的形式

规定应受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监管的无形商品清单 （如电力）。 因此， 依托有形介

质进行交付的 “可数字化产品” 对应于 ＨＳ编码可适用于ＷＴＯ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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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ＴＴ） 规则。 另一方面， 以数字形式交付的 “数字化产品” 需参照 ＣＰＣ 类别 ８４２
（“软件实施”服务）适用于 《服务贸易总协定》 （ＧＡＴＳ） 下各项承诺。 此外， 由于

ＧＡＴＴ规则和 ＧＡＴＳ规则所实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及标准不一致， “可数字化产品”
同时受到 ＧＡＴＴ和 ＧＡＴＳ监管， 可能引发国民待遇的不一致及技术中性的问题。

第三， 对现有的服务贸易四种分类模式进行再次界定。 《服务贸易总协定》 将服

务贸易划分为模式 １ （跨境交付）、 模式 ２ （境外消费）、 模式 ３ （商业存在）、 模式 ４
（自然人流动） 四种类型， ＷＴＯ 成员方以 “正面清单” 的形式做出具体减让承诺。
然而，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 数字贸易加速了货物贸易 “服务化” 的趋势， 部

分传统线下服务转变为线上服务， 同时不断催生新型数字服务产业， 跨境支付交易的

服务范围与种类不断扩大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６）。 因此， ＷＴＯ成员方应对现有 ＧＡＴＳ市场

准入承诺清单进行重新评估， 对原有因技术不可行而 “未作承诺” （ｕｎｂｏｕｎｄ） 的行

业和部门应重新评估并作出新的开放承诺。 此外， 从分类模式来看， 传统的服务贸易

分类模式根据某一措施是否影响到消费者或服务供应商来进行区分 （Ｌóｐｅｚ－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ａｎｄ Ｊｏｕａｎｊｅａｎ， ２０１７）。 然而， 数字经济时代下不同模式的服务贸易边界日益模糊，
例如在线课程可能同时存在模式 １和模式 ２下的服务贸易， Ｕｂｅｒ 的共享汽车服务同

时提供运输服务和中介服务， 同时存在模式 １和模式 ３下的服务贸易。 因此， ＧＡＴＳ
服务贸易分类应根据服务的提供方式进行全新界定 （ＷＴＯ， １９９８） ［３８］。

第四， 澄清并制定与数字贸易相关的税收政策。 １９９８ 年 ＷＴＯ 第二届部长级会

议达成 《全球电子商务宣言》， 各成员方达成共识将 “继续履行对电子传输免征关

税” 的做法， 同年美国首次在 ＷＴＯ 内提出应对电子传输实施永久免征关税的做

法。 然而根据 Ｂａｎｇａ （２０１９） ［３９］的估测显示， 对电子传输永久免征关税的做法将对

一国财政收入带来负面冲击， 且其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潜在财政收入的冲

击远高于发达国家。 因此， 澄清与数字贸易相关的税收政策首先应明确是否可将电

子传输免征关税政策永久化， 同时考察 ＷＴＯ成员方是否可通过保留征收国内税费

的相关权利以弥补免征关税的财政损失。 除此以外， ＷＴＯ 成员方应共同磋商并确

定统一的最低关税减让门槛。 目前较多经济体尚未设置最低关税减免政策， 且不同

经济体最低关税减免门槛差别较大。 例如， 菲律宾为 ０􀆰 ３３ 美元， 中国为 ８ 美元，
欧盟为 １７０美元， 美国则高达 ８００美元 （Ｌóｐｅｚ－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ａｎｄ Ｊｏｕａｎｊｅａｎ， ２０１７）。 在

以高频低值货物为主的数字贸易业态中， 最低关税减免政策的缺位或过高门槛将延

长清关时间， 延缓交付周期， 提高通关成本占总贸易成本的比例， 降低本地消费者

对境外零售商的偏好， 从而制约数字贸易的发生。
第五， 修订或替换原有 《ＷＴＯ 电信参考附件》。 电信服务是数字贸易发展的

关键要件， 也是弥合各国电子商务发展鸿沟的基石。 然而形成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的

《ＷＴＯ电信参考附件》 已无法充分反映当今互联网生态系统下对电信服务的实际

诉求， 并且目前仍有多个 ＷＴＯ成员方未能接受或完全执行 《ＷＴＯ 电信参考附件》
中的相关条款。 基于此， 美国、 欧盟、 巴西等成员方均提案要求加快对 《ＷＴＯ 电

信参考附件》 进行修订或替换， 增强电信部门规则的有效性和开放性、 促进电信

市场的竞争性、 监管法律规制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互联网的开放性和技术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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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电信服务的网络安全性。
第六， 推动 《贸易便利化协定》 的落实与完全执行。 货物贸易的数字化是数

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既包括通过互联网直接订购的最终品贸易， 也包括借由

数字手段促使商品或服务订购便利化的中间品贸易。 完全执行 《贸易便利化协定》
中与单证类手续、 自动化、 信息可获得性以及程序性手续相关的条款将显著降低各

国贸易成本， 促进数字贸易的发展。 另外， 数字贸易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实现对

《贸易便利化协定》 的更新与修订。 例如， 海量数据和信息的跨境流动要求各国进

一步提升海关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与标准化， 协同推进国际贸易的 “单一窗口”； 大

量高频低值货物的跨境交付要求各国提高海关清关手续与流程的程序化、 自动化，
实现海关监管机构之间的互操作性， 同时要求各国采用更为先进的风险管理系统，
增强对跨境商品持续追踪和溯源的能力。

（二） 数字贸易新规则治理

在电子商务规则多边谈判进展缓慢的背景下，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在数字贸易和

电子商务规则的覆盖程度和议题深度上获得了较大幅度的突破与进展， 例如 ＴＰＰ ／
ＣＰＴＰＰ 协定。 根据目前已经生效并向 ＷＴＯ通报的贸易协定， ＷＴＯ （２０１８） 共识别

出六类 ４７ 项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主要条款。 在此基础上， Ｊｏｓｅ－Ａｎｔｏｎｉｏ和 Ｔｅｈ
（２０１７） ［４０］进一步利用杰卡德相似系数 （Ｊａｃｃａｒｄ ｉｎｄｅｘ） 分析不同贸易协定电子商

务条款的相似度， 结果显示不同经济体在非应邀商业电子邮件、 电子签名和识别、
电子合同、 消费者保护等一体化程度较低的议题上已具备一定共识， 然而在互联网

开放和信息自由流动、 数字产品公平待遇、 中间服务提供商等核心议题上则存在显

著的异质性特征。 具体来看， 包括以下几个重点领域。
第一， 在互联网开放和信息自由流动议题上， 美国、 欧盟、 中国的利益诉求存

在本质差异。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研究显示， ２０１４ 年跨境数据流动经济价值

高达２８ ０００亿美元， 其占世界 ＧＤＰ 的比重远高于货物贸易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２０１６） ［４１］，
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正在逐步成为国际贸易的核心要素之一。 特别是随着分布式数据

存储和处理技术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数据跨境流动所产生的经济价

值在逐步增长。 基于此， 美国主张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 需保证消费者与企业的跨

境数据转移不受任何随意的非歧视性限制， 同时各国应提高服务质量， 增强网络安

全性， 不得强制要求企业在其辖区内建立或使用特定的数字基础设施， 以便于充分

利用互联网服务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 降低贸易成本。 而欧盟内部的立场分歧始终

掣肘着欧盟完全接受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条款。 因此， 欧盟主张各成员方应允许数

据跨境流动， 并解决所有形式的数据本地化， 但是同时允许成员方基于合适的公共

政策考量设置例外条款。 而中国尚未在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议题上作出明确表态

（Ｈｕｆｂａｕｅｒ ａｎｄ Ｌｕ， ２０１９） ［４２］。
第二， 在数字产品的公平待遇议题上， 美国、 日本与中国、 欧盟存在较大分

歧。 目前， 中国和欧盟均未在任何协定中纳入与数字产品及其公平待遇相关的任何

议题。 然而， 以美国、 日本为代表的经济体将以数字形式编码且可采用电子方式传

输的计算机程序、 文本、 视频、 图像、 录音或其他产品命名为数字产品， 要求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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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免税和非歧视的待遇。 在数字产品的免税待遇上， 美国最先提出

应将 ＷＴＯ 《全球电子商务宣言》 中对电子传输暂时免征关税的做法永久化， 明确

规定对数字产品永久免征关税； 在数字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议题上， 美国和日本要

求给予协议缔约方创造、 生产、 发布、 存储的以电子方式传输的数字产品的优惠待

遇不得低于其他缔约方的相似数字产品。
第三， 在中介服务提供商责任议题上， 美国和欧盟分别具有 “攻势利益” 和

“守势利益”。 从数字贸易的平台生态系统看， 目前已初步形成由亚马逊、 阿里巴

巴为主导的寡头垄断型市场结构， 但由欧盟主导的数字贸易互联网平台尚未出现。
因此， 在中介服务提供商责任议题上， 美国与欧盟分处 “攻势利益” 和 “守势利

益” 两端。 美国主导并在 《美墨加协议》 和 《美日数字贸易协议》 中均引入 “交
互式计算机服务” 条款， 该条款源于美国 《通信规范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ｃｅｎｃｙ
Ａｃｔ） 第 ２３０节的 “网络中介责任豁免” 条款， 禁止政府要求互联网平台对第三方

内容负责， 从而保护了互联网平台以促进数字平台的开放和信息的自由流动。 《美
墨加协议》 和 《美日数字贸易协议》 通过国内法的国际化， 明确豁免了互联网中

介平台在非知识产权侵权中承担的连带责任 （周念利和陈寰琦， ２０１９） ［４３］。 与之相

反， 欧盟则在贸易协定中明确： 当且仅当互联网平台仅作为中间服务提供商， 承担

传输渠道 （ｍ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ｉｔ）、 缓存信息 （ｃａｃｈｉｎｇ）、 托管信息 （ｈｏｓｔｉｎｇ） 等职能， 并

且未对信息及信息的发起和接收做出任何修改时， 互联网平台无需对其传输或存储

的信息具有监督义务， 也不需要主动寻求发现非法活动的事实。
第四， 在与专有信息保护相关的议题上， 各经济体已具备初步共识。 互联网技

术为数据与信息的传递和获得提供便利化渠道， 从而激发在计算机源代码、 算法和

商业秘密等专有信息领域的创新投资与技术进步。 然而与此同时， 任何需要披露上

述信息的市场准入条件都可能存在将关键信息转移给竞争对手的潜在风险。 此外，
在存在合法替代品的情况下强制使用特定技术和标准可能制约企业做出最优策略，
同时将削弱企业对投资和创新的积极性， 降低数字技术的进步速度。 因此， 在源代

码议题上， 各方均认可不得以转让或获得另一方的人员拥有的软件的源代码作为在

其领土内进口、 发行、 销售或使用该软件及含有该软件产品的条件。 同时， 一国政

府不应在实现合法的监管目标以外， 要求强制访问上述信息或与本地公司共享。 在

技术中性议题上， 各国不得对数字贸易施加歧视性监管措施， 鼓励各方根据市场需

求在替代性技术解决方案之间进行竞争与选择， 不得强制要求使用特定技术作为市

场准入条件 （Ｊｏｓｅ－Ａｎｔｏｎｉｏ ａｎｄ Ｔｅｈ， ２０１７）。
第五， 在与营造安全、 可靠市场环境相关的议题上， 各经济体已具备一定共

识。 数字贸易时代中的数据和信息可以零成本同时在多个地点进行收集、 存储、 使

用、 加工、 复制与传输， 具有非竞争性。 然而， 目前尚无统一的与数据安全或消费

者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条文， 不同经济体和行业之间关于市场环境安全性、 可

靠性的法律条款仅以行业性法规和国家自我监管法规为主 （Ｗｏｌｆ ａｎｄ Ｍａｘｗｅｌｌ，
２０１２） ［４４］。 这一方面造成了监管规则的碎片化、 差异性及程序复杂性等恶果， 提高

了贸易成本； 另一方面， 网络安全间接成为限制数据自由流动， 制约数字贸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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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壁垒之一。 因此， 在消费者保护方面， 各国均承诺应设立消费者保护法律或法

规， 为从事电子商务的消费者提供与从事其他商业形式的消费者相同的保护措施；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 可参照 《ＡＰＥＣ隐私框架》 以及 《经合组织保护隐私和个人

数据跨境流动指南》 中各项标准、 原则、 指南和准则， 制定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

框架； 在网络安全议题方面， 应通过最佳实践交流， 加强对各国负责国家计算机安

全事件应对机构的能力建设， 并利用现有合作机制， 就识别和减少缔约方电子网络

的恶意侵入和恶意代码的传播等领域进行合作。
第六， 在构建数字贸易友好型营商环境相关的议题上， 各经济体已具备较强共

识。 在促进跨境电子商务领域， 应鼓励缔约方进一步改善海关程序， 允许以电子方式

进行付款， 同时利用保税区和海关仓库促进电子商务。 在无纸化贸易领域， 可借鉴世

界海关组织等国际组织相关指引推动无纸化贸易， 在国际层面展开合作， 增强对电子

版本贸易管理文件的接受度， 以电子形式向公众提供贸易管理文件， 使电子版本贸易

管理文件和纸质版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在电子合同和电子签名议题上， 允许各方就

其电子商务确定适当的电子认证技术和实施模式， 不应对电子认证、 电子签名和电子

合同的技术进行额外限制和要求， 鼓励采用具有互操作性的电子认证和识别方法。
第七， 在数字贸易包容性发展议题上， 各经济体具有共同利益。 互联网和 ＩＣＴ

基础设施的顺利连接和访问是各国实现数字贸易利得的必要前提条件， 然而， 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大型跨国企业与中小企业间在该指标上存在巨大差异。
２０１７年， ＷＴＯ成员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部长级会议中发表 《电子商务联合声明》，
重申包容性贸易发展理念， 强调对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应纳

入世贸组织 “贸易援助计划” （Ａｉ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或在 ＷＴＯ 内设立 “电子商

务促进发展计划”， 以鼓励、 管理、 协调发达经济体和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能力建

设援助和资金支持， 鼓励各国分享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最佳做法， 改善发展中经济

体的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

四、 结论

数字技术不但正在重塑传统贸易， 更在创造新的贸易， 同时也对贸易理论、 实

证、 政策与规则带来全方位的影响。 本文从国际贸易演进的长维度视角比较分析了

传统贸易、 价值链贸易和数字贸易三个阶段的内涵、 决定因素和政策规则。 尤其引

人注目的是， 在数字背景下， 空间距离对贸易的影响被大为削弱； 中间品贸易将受

到 “数字传输、 本地生产” 方式的冲击； 平台经济对贸易的影响显著增强 （因而

引发公共政策对反垄断的高度重视）； （海外） 固定成本对贸易的企业异质性影响

下降， 中小企业和个人将从数字贸易中获更大机会； 传统货物贸易 “服务化” 趋

势将进一步增强； “跨境交付” 服务贸易提供方式交易将会扩大； 数据 （服务） 贸

易将迅速增长并成为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业务； 劳动禀赋对贸易的决定性逐步减

弱， 劳动的技能差异影响也将越发显著； 数字基础设施与数据安全管理将成为新的

比较优势决定因素； 最后， 数据跨境流动、 隐私、 消费者保护、 竞争政策等互联网

规制将成为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的关键内容。

５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８期 名家名栏



［参考文献］

［１］ Ｗ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Ｈｏ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Ｒ］． Ｇｅｎｅｖａ： ＷＴＯ， ２０１８： ６－１３．

［２］ ＵＳＩＴ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Ｐａｒｔ １ ［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ＳＩＴ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３３２－５３１， ＵＳＩＴＣ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４４１５， ２０１３： １－２．

［３］ ＵＳＩＴ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１：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Ｓ⁃

ＩＴＣ， ＵＳＩＴＣ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４７１６， ２０１７： ３３．

［４］ 盛斌， 高疆． 超越传统贸易： 数字贸易的内涵、 特征与影响 ［Ｊ］ ． 国外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 （４）： １８－３２．

［５］ ＯＥＣＤ．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Ｒ］． ＯＥＣ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ＴＤ ／ ＣＳＳＰ ／ ＷＰＴＧＤ （２０１７） ３， ２０１７ａ．

［６］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Ａ， ＴＵＣＫＥＲ 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９， ５７ （１）： ３－４３．

［７］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Ｒ．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Ｕｎｂｕｎｄｌｉｎｇ （ｓ） ［Ｍ］．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ｕｎ⁃

ｃｉｌ ｏｆ Ｆｉｎｌａｎｄ， ２００６： ９－３４．

［８］ Ｌ􀆕ＰＥＺ－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Ｊ， ＪＯＵＡＮＪＥＡＮ 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Ｒ］．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ＥＣ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２０５， ２０１７： ９－３４．

［９］ ＩＮＧ 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３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Ｍ］．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７： １１－１３．

［１０］ ＢＲＯＤＡ Ｃ，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Ｄ 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１２１ （２）： ５４１－５８５．

［１１］ ＬＥＮＤＬＥ Ａ， ＯＬＡＲＲＥＧＡ Ｍ， ＳＣＨＲＯＰＰ Ｓ， 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ｒｅ Ｇｏｅｓ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Ｈｏｗ ｅＢａ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Ｒ］．

ＣＥＰ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９０９４， ２０１２．

［１２］ ＡＵＳＴＩＮ Ｓ， ＯＬＡＲＲＥＡＧＡ Ｍ．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ｒｓ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ｏｗ 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Ａｎ ｅＢａ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Ｍ］．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ｅＢａｙ ＥＵ Ｌｉａｉｓ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１２： ２１．

［１３］ ＩＴＣ．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ＳＭＥｓ ｏ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Ｍ］． Ｇｅｎｅｖａ： ＩＴＣ， ２０１６： ２．

［１４］ ＵＮＥＳＣＡＰ．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Ｒ］． Ｇｅｎｅｖａ：

ＵＮＥＳＣＡＰ， ２０１６： １０９－１１０．

［１５］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１７９－２０７．

［１６］ ＵＮＣＴＡ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 Ｇｅｎｅｖａ：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９： ３－６．

［１７］ ＧＡＮＤＨＩ Ａ， ＭＡＧＡＲ Ｃ，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Ｒ． Ｈｏ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ｎ Ｄｒｉｖｅ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Ｗａｖｅ ｏｆ Ｍａｓｓ 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１３： ７－８．

［１８］ ＨＡＵＣＡＰ Ｊ， ＨＥＩＭＥＳＨＯＦＦ Ｕ． Ｇｏｏｇｌｅ，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Ａｍａｚｏｎ， ｅＢａｙ：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４， １１ （１－２）： ４９－６１．

［１９］ ＯＥＣＤ， ＷＴＯ． Ａｉ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２０１７：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 Ｇｅｎｅｖａ ａｎｄ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ａｎｄ ＷＴＯ， ２０１７： ２６６－２９１．

［２０］ ＵＮＣＴＡ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Ｇｅｎｅｖａ：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７： ６４．

［２１］ ＡＧＨＩＯＮ Ｐ， ＪＯＮＥＳ Ｂ Ｆ， ＪＯＮＥＳ Ｃ Ｉ．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３９２８， ２０１７．

［２２］ Ｗ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Ｔｒａｄ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Ｊｏｂｓ ［Ｒ］． Ｇｅｎｅｖａ： ＷＴＯ， ２０１７： ７６－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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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ＬＩＭＡＯ Ｎ，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Ａ Ｊ．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Ｊ］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１， １５ （３）： ４５１－４７９．

［２４］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Ｒ． ＷＴＯ ２􀆰 ０：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Ｊ］ ． ＣＥＰ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Ｎｏ． ６４， ２０１２：
１－２４．

［２５］ ＳＡＳＬＡＶＳＫＹ Ｄ，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Ｂ．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２３ （７）： ９７９－９９９．

［２６］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Ｗｈｙ Ｔｈｅｙ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Ｗｈｙ Ｔｈｅ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Ｒ］．
ＣＥＰ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９１０３， ２０１２．

［２７］ ＨＥＤＤＥＧＨＥＭ Ｗ Ｖ，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Ｓ， ＬＡＮＮＯＯ Ｂ， ｅｔ 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ＩＣ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２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 ５０： ６４－７６．

［２８］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Ａ， ＴＲＥＦＬＥＲ 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４２５４， ２０１８．
［２９］ ＯＥＣＤ．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２０ ［Ｍ］．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７ｂ： ４７．
［３０］ ＡＬＬＩＡＮＺ． Ａｌｌｉａｎｚ Ｒｉｓｋ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２０１５：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ＥＢ ／

ＯＬ］． Ａｌｌｉａｎｚ，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３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ｇｃｓ． ａｌｌｉａｎｚ． ｃｏｍ ／ ａｂｏｕｔ － ｕｓ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 － ｒｉｓｋｂａｒｏｍｅ⁃
ｔｅｒ２０１５ ／ ．

［３１］ ＷＥ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ｉｓｋｓ ２０１５； １０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 ／ ＯＬ］． Ｇｅｎｅｖａ： ＷＥＦ，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１－０１－１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３． ｗｅ⁃
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ＷＥＦ＿Ｇｌｏｂａｌ＿Ｒｉｓｋｓ＿２０１５＿Ｒｅｐｏｒｔ１５． ｐｄｆ．

［３２］ ＱＩＵ Ｌ Ｄ， ＺＨＯＵ Ｍ， ＷＥＩ Ｘ．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Ｍｏｎｏｐｏ⁃
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 ９２： ６３８－６５８．

［３３］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Ａ， ＴＵＣＫＥＲ Ｃ 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Ｊ］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 ５７
（１）： ５７－７１．

［３４］ ＭＩＬＬＥＲ Ａ Ｒ， ＴＵＣＫＥＲ Ｃ Ｅ． Ｃ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ａｖｅ Ｂａｂｉ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１， １１９ （２）： ２８９－３２４．

［３５］ 高疆， 盛斌． 国际贸易规则演进的经济学： 从市场准入到规制融合 ［Ｊ］ ． 国际经贸探索， ２０１９， ３５ （５）：
４－２１．

［３６］ ＨＯＲＮ Ｈ， ＭＡＶＲＯＩＤＩＳ Ｐ Ｃ， ＳＡＰＩＲ Ａ．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ＷＴＯ？ Ａｎ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ＥＵ ａｎｄ Ｕ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ｓ ［Ｊ］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０９， ３３ （１１）， １５６５－１５８８．

［３７］ ＰÉＲＥＺ－ＥＳＴＥＶＥ Ｒ， ＳＣＨＵＫＮＥＣＨＴ Ｌ．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Ｒ］． ＷＴＯ Ｓｔａｆ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ＥＲＡＤ－９９－０１， １９９９．

［３８］ ＷＴＯ． Ｗｏｒｋ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Ｒ ］． ＷＴＯ， Ｓ ／ Ｃ ／ Ｗ ／
１０８， １９９８．

［３９］ ＢＡＮＧＡ Ｒ．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Ｒ］． ＵＮＣＴＡ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
ｐｅｒ， Ｎｏ． ２９， ２０１９．

［４０］ ＪＯＳＥ－ＡＮＴＯＮＩＯ Ｍ， ＴＥＨ Ｒ．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 ＷＴＯ Ｓｔａｆ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７： ４０－４２．

［４１］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ｌｏｗｓ ［Ｒ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 ｏｕｒ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
ｎｅｗ－ｅｒａ－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ｆｌｏｗｓ．

［４２］ ＨＵＦＢＡＵＥＲ Ｇ Ｃ， ＬＵ Ｚ 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Ｔａｌｋｓ Ｓｔｕｍｂｌｅ ｏｎ Ｄａｔａ Ｉｓｓｕｅｓ，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Ｒ］． ＰＩＩ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１９－１４， ２０１９．

［４３］ 周念利， 陈寰琦． 基于 《美墨加协定》 分析数字贸易规则 “美式模板” 的深化及扩展 ［ Ｊ］ ． 国际贸易问

题， ２０１９， （９）： １－１１．
［４４］ ＷＯＬＦ Ｃ，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Ｗ． Ｓｏ Ｃｌｏｓｅ， Ｙｅｔ Ｓｏ Ｆａｒ Ａｐａｒｔ：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Ｕ．Ｓ．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Ｎｅｗ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Ｊ］ ．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２０１２， ２６ （３）： ８－１３．

（责任编辑　 白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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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ＥＮＧ Ｂｉｎ　 ＧＡＯ Ｊ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ｎ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ｌ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ｈｏｍ ｗｅ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ｈｏｗ ｗｅ ｔｒａｄｅ，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ｌｉｖｅｒ， ｗｈａｔ ｗ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ｋ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
ｂｏｒ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ｃａｌ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ｓｏｍｅ ｎｅｗ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ＷＴＯ ｒｕｌ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ｆｌｏｗ ｏｆ ｄａｔａ，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ｔｃ．，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８１

名家名栏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８期


